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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近几年我国矿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现状，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 ＳＢＭ⁃ＤＥＡ 模型和 ＧＭＬ 指数对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

我国矿业企业 １１ 个细分行业的生态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并结合 Ｔｏｂｉｔ 模型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检验。 结果显

示，样本期内矿业企业生态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较有效前沿面存在一定差距，不同行业之间差距显著；技术进步是提升生

态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对外开放程度与矿业企业生态效率显著正相关，环境规制与矿业企业生态效率呈显著负相关。 最后，从国

家、矿业行业以及矿业企业三个视角给出提升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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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作为矿产资源大国，具有悠久的矿业开发历

史，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与

贸易国［１］，矿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

单纯追求 ＧＤＰ 增长、长期以能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式经

济发展模式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资源无节制开采与

严重浪费也使得我国矿产资源逐渐枯竭；发展经济与

保护自然严重脱钩，尤其是在工矿业生产和成果转化

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污染物质，导致环境质量日渐下

滑。 矿产资源的消耗虽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物

质基础，但矿产采矿、选矿、冶炼、加工又给生态环境造

成了严重负担。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近些年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 十九大

报告中继续指出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

制。 《自 然 资 源 部 关 于 全 面 开 展 矿 产 资 源 规 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编制工作的通知》也明确指出要推进

资源高效利用，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加快矿业绿色发

展，推动矿业产业转型升级，这表明我国在由经济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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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为尽早实现生态、经
济和社会的协调统一和“双碳”目标，就必然要求为经

济发展提供保障的矿业同样实现高质量发展。 矿业企

业作为矿业行业的主要参与者，是环境污染和能源消

费的重要主体，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重大。 因此，探
究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演变情况并辨析生态效率的影

响因素，有助于矿业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１　 研究现状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在

绿色发展理念下，企业进行生产活动不仅要考虑期望

产出，还需关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即非期望产

出，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基础上测算到的生产效率即

为生态效率［２］。 生态效率反映经济⁃社会⁃自然三重系

统的综合效率，突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

协调，其优势在于可以定量分析企业的环境绩效，因此

在区域、行业和企业的环境绩效评价方面得到广泛应

用［３］。 聚焦工业行业生态效率的研究，文献［４］对制

造业企业进行了生态效率评价系统的设计，列出了环

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两类指标体系。 文献 ［ ５］ 运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模型对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的生

态效率进行测度，并为中国钢铁企业的生态化发展提

出建议。 文献［６］采用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 模型测算了

我国工业能源的生态效率，运用核密度估计以及

ＥＳＤＡ 分析效率空间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并运用空

间杜宾模型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聚焦我

国矿业行业的研究，文献［７］运用 ＳＢＭ 窗口分析以及

ＭＬ 指数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中国采矿业生态效率进行了

研究，结果显示采矿业整体生态效率较低，投入冗余率

较高，生态效率在样本期内呈上升趋势。 文献［８］采

用 ＳＢＭ⁃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型研究我国采矿业全要素

生产率，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整体采矿业全要素生产率

均呈增长态势。 文献［９］在深入总结与归纳我国矿业

发展历程与不同主体的差异后，对新时期矿业绿色发

展和矿业现代化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文献［１０］通过

建立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 模型测度我国矿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效率并分析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考察期内矿业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行业差距明显，认为矿业

企业应加强研发投入和技术交流，完善相关政策体系。
文献［１１］基于相关理论建成了符合矿产资源流动规律

和经济规律的层级绿色循环体系，致力于加大资源循

环利用率，提升矿区生态质量。
纵观以往文献，学者们大多集中于工业整体以及

省市区域生态效率的测算，较少以矿业企业为研究对

象，且针对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的探讨

也有待深化。 本文以矿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将与矿业

相关的 １１ 个细分行业全部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建立基

于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ＧＭＬ 模型测度矿业企业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 年的静态和动态生态效率，最后建立 Ｔｏｂｉｔ 模型

分析相关指标对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为矿

业企业今后的发展建言献策。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ＤＥＡ 模型

传统的 ＤＥＡ 模型是一年一个前沿面，使得不同时

期的效率值不具备可比性，本文引入全局 ＤＥＡ 思想，
以所有年份和所有行业的数据统一构成一个前沿面，
更加清晰地看到每一个决策单元（ＤＭＵ）的变动走向。
其次，传统 ＤＥＡ 模型是径向的，容易忽略松弛变量而

高估效率水平，且难以处理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于是

Ｔｏｎｅ 构建了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 模型［１２］。 模型假

设有 ｎ 个 ＤＭＵ，每一个 ＤＭＵ 都包含 ３ 个要素：投入、
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则：

ＥＧ（ｘｔ，ｙｔ，ｚｔ） ＝ ｍｉｎ
１ － １

ｍ∑
ｍ

ｉ ＝ １

ｓｘｉ
ｘｔ
ｉｏ

１ ＋ １
ｓ１ ＋ ｓ２

∑
ｓ１

ｋ ＝ １

ｓｙｋ
ｙｔ
ｋｏ

＋ ∑
ｓ２

ｌ ＝ １

ｓｚｌ
ｚｔｌｏ

æ

è
ç

ö

ø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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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ｔ ＝ １
∑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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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ｓｙｋ，∀ｋ

ｚｔｌｏ ＝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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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ｊ ＝ １
λ ｊｚｔｊ ＋ ｓｚｌ，∀ｌ

ｓｘｉ ≥ ０， ｓｙｋ ≥ ０， ｓｚｌ ≥ ０， λ ｊ ≥ ０， ∀ｉ，ｋ，ｌ，ｊ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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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２）

其中式（１）为目标函数，Ｅ 为测算出的效率值，Ｇ 代表

全局，ｔ 代表某一时期，ｏ 代表该 ＤＭＵ，ｘ，ｙ，ｚ 分别代表

投入向量、期望产出向量和非期望产出向量；ｍ，ｓ 分别

代表投入和产出的变量个数；ｓｘ，ｓｙ，ｓｚ 分别代表投入、
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ｉ，ｋ，ｌ 分别表示投

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个数。 式（２）为约束条

件，Ｔ 代表全部时期，ｎ 代表所有行业的矿业企业，ｊ 代
表某一行业的矿业企业。

Ｅ＝ １，表示 ＤＭＵ 有效，证明该行业的矿业企业生

态效率达到有效前沿面；Ｅ＜１，表示 ＤＭＵ 无效，证明该

行业的矿业企业生态效率非有效，存在改进空间。
２．２　 ＧＭＬ（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指数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本质上是 ２ 个距离函数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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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至今衍生了许多类型的指数。 文献［１３］根据产

出导向的方向距离函数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的基础上推

导出带有非期望产出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并统一称为 ＭＬ
指数。 传统的 ＭＬ 指数缺乏传递性与循环性，文献［１４］

于 ２００５ 年提出全局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并分解为技术效率

变动 ＥＣ（ＴＥ）和技术差距变动 ＢＰＣ。 ２０１０ 年，文献［１５］
将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距离函数与全局生产可能集

结合，构造了 ＧＭＬ 指数，模型如下：

ＭＧ（ｘｔ，ｙｔ，ｚｔ，ｘｔ ＋１，ｙｔ ＋１，ｚｔ ＋１） ＝ Ｅ ｔ ＋１（ｘｔ ＋１，ｙｔ ＋１，ｚｔ ＋１）
Ｅ ｔ（ｘｔ，ｙｔ，ｚｔ）

× ＥＧ（ｘｔ ＋１，ｙｔ ＋１，ｚｔ ＋１）
Ｅ ｔ ＋１（ｘｔ ＋１，ｙｔ ＋１，ｚｔ ＋１）

× Ｅ ｔ（ｘｔ，ｙｔ，ｚｔ）
ＥＧ（ｘｔ，ｙｔ，ｚ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ＴＥ ｔ ＋１（ｘｔ ＋１，ｙｔ ＋１，ｚｔ ＋１）
ＴＥ ｔ（ｘｔ，ｙｔ，ｚｔ）

× ＥＧ（ｘｔ ＋１，ｙｔ ＋１，ｚｔ ＋１） ／ Ｅ ｔ ＋１（ｘｔ ＋１，ｙｔ ＋１，ｚｔ ＋１）
ＥＧ（ｘｔ，ｙｔ，ｚｔ） ／ Ｅ ｔ（ｘｔ，ｙｔ，ｚ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ＥＣ × ＢＰＣＧ，ｔ ＋１（ｘｔ ＋１，ｙｔ ＋１，ｚｔ ＋１）
ＢＰＧＧ，ｔ（ｘｔ，ｙｔ，ｚｔ）

＝ ＥＣ × ＢＰＣ

（３）

式中 ｔ 表示当期，ｔ＋１ 表示下一时期。 ＧＭＬ＞１ 表示 ｔ～ ｔ＋１
时期生态效率提高，反之则表示生态效率降低。 ＥＣ 代

表 ｔ～ ｔ＋１ 时期技术效率的变化，ＥＣ＞１ 表示技术效率

上升并正向作用于生态效率；ＥＣ ＝ １ 表示技术效率对

生态效率的增长无贡献；ＥＣ＜１ 表示技术效率下降并

反向作用于生态效率。 ＢＰＣ 代表 ｔ ～ ｔ＋１ 时期生产技

术的变动情况，同理，ＢＰＣ＞１ 表示技术进步并正向作

用于生态效率；ＢＰＣ＝ １ 表示技术不变且无贡献于生态

效率的增长；ＢＰＣ＜１ 表示技术退步并反向作用于生态

效率。
２．３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 ＳＢＭ 模型和 ＧＭＬ 指数特点，选取合适

的测度指标。 将矿业企业中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代入

ＳＢＭ 模型和 ＧＭＬ 指数，通过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
模型得到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我国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静

态测算结果，再运用 ＧＭＬ 指数探究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我

国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动态走向。
本文参考文献［１６］的研究方案，在采掘业的基础

上添加制造业中与矿业相关的部分行业，选取以上工

业企业中与矿业相关的 １１ 个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主
要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Ｋ１）、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Ｋ２）、黑色金属矿采选业（Ｋ３）、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Ｋ４）、非金属矿采选业（Ｋ５）、开采辅助活动（Ｋ６）、石
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Ｋ７）、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Ｋ８）、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Ｋ９）、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Ｋ１０）和金属制品业（Ｋ１１）。 由于其

他采矿业的各项数据比值较小，与其他行业不具备可比

性，剔除。 对于部分缺失数据（２０１２ 年从业人员人数和

２０２０ 年能源消费总量），本文已采取线性插值法进行补

充。 指标选取参照文献［７］、文献［１７⁃１８］，投入要素有：
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由于《中国工业年鉴》的停更以及

统计口径的改变，工业产值用主营业务收入指标作为期

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为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排放量以及

二氧化硫（ＳＯ２）排放量。 详见表 １。

表 １　 矿业企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投入
指标

资本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
鉴（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投
资领域统计年鉴（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劳动力
从业人员平均
人数（万人）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

能源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

产出
指标

期望产出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

ＣＯＤ 排放量
（吨）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２０２１ 年）》

非期望产出
ＳＯ２ 排放量

（吨）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２０２１ 年）》

　 注： 《中国统计年鉴》来自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其他年鉴来自中国知网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 Ｎａｖｉ？ ｔｙｐｅ＝ ｔｙｐｅ＆ｃｏｄｅ＝Ａ．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矿业企业生态效率静态分析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ＤＥＡ 模型测度矿业企业

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的生态效率，结果汇总于表 ２ 和图 １。
由表 ２ 可知，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我国矿业企业生态效率均值

为 ０．６５２ １，距离有效前沿面还有一定距离。 ２０１２ 年生

态效率达到有效前沿面的行业有 ２ 个；到了 ２０２０ 年生

态效率达到有效前沿面的行业有 ６ 个，表明近些年来我

国矿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注重对环境的影响，从而

促使生态效率的提升。 除此之外，生态效率值在不同行

业中表现出显著差距，从排名来看，石油加工、炼焦和核

燃料加工业生态效率排名第一，在样本期内多年达到有

效状态，其次是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效率值也

达到了 ０．８８ 以上，第三名为金属制品业，表明这三类行

业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污染物减排还是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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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率方面都体现出较高水平，投入要素、生产规模

以及技术水平都实现了较优产出，去产能效果较好，实
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 排名靠后的三类企业依次是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表明这三类行业的矿业企业生态效率较低，需要进

一步重视环境问题，加快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化，
淘汰落后产能，提高技术水平和资源循环利用率。 采掘

行业的矿业企业生态效率水平明显较矿物制品行业的

矿业企业生态效率低，可能由于采掘业对于矿山地理位

置以及矿产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实施转型升级难度较

大，尤其是煤炭行业长期都是粗放式开采，造成了大量

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效率值低

可能由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行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难

以整合与完善。 从图 １ 可见，我国矿业企业生态效率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２０１８ 年呈显著下

降，可能由于整体经济形势受周期性波动影响，但紧接

着又快速回升，表明矿业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出台的一

系列关于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政策，合理开发利用

矿产资源，节能降耗，及时开展环境修复工作，并持续

推进兼并重组与资源整合，努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表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我国矿业企业生态效率

行业
生态效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样本期均值 排名

Ｋ１ ０．４２０ ８ ０．４０５ ２ ０．４２８ ５ ０．３９３ ２ ０．４２６ ８ ０．６８９ ９ ０．５８３ ３ ０．４４６ ０ ０．４１４ ５ ０．４６７ ６ ９
Ｋ２ ０．６６７ ４ ０．６３１ １ ０．５８２ ２ ０．３０８ ５ ０．３８２ ６ ０．４９５ ７ ０．６４９ ５ ０．６２０ ６ ０．５２９ １ ０．５４０ ８ ８
Ｋ３ ０．７４８ ８ １．０００ ０ ０．８１４ ３ ０．６７５ １ １．０００ ０ ０．６２３ １ ０．４８６ ２ ０．６２７ ５ １．０００ ０ ０．７７５ ０ ４
Ｋ４ ０．５２８ ５ ０．５６０ ３ ０．５８０ ８ ０．５９４ ８ １．０００ ０ ０．９１０ ９ ０．５８５ ０ ０．４１５ ２ ０．４２５ １ ０．６２２ ３ ７
Ｋ５ ０．４００ １ ０．４２５ ０ ０．４３３ ９ ０．４７４ ９ ０．５２１ ４ ０．４９８ ３ ０．３９６ ４ ０．４２６ ０ ０．４４６ ５ ０．４４６ ９ １０
Ｋ６ ０．４６９ ５ ０．４１２ ７ ０．５１４ ５ ０．４７３ ５ １．０００ ０ ０．５４８ ７ ０．５９１ ５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０．６６７ ８ ６
Ｋ７ １．０００ ０ ０．９２６ ２ ０．７６５ ４ １．０００ ０ ０．５５９ ６ ０．７２５ ３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０．８８６ ３ １
Ｋ８ ０．２６５ ２ ０．２６５ ２ ０．２８９ ３ ０．４４９ ３ ０．３４３ ２ ０．３６３ ６ ０．３００ １ ０．３４１ ２ ０．４９６ ６ ０．３４６ ０ １１
Ｋ９ ０．３９３ １ ０．４１０ ９ ０．４１５ ７ ０．３８３ ８ ０．６１９ ２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０．６９１ ４ ５
Ｋ１０ ０．７３９ ５ ０．７６９ ７ １．０００ ０ ０．６７３ ７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０．７４０４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０．８８０ ４ ２
Ｋ１１ １．０００ ０ ０．６５１ ０ ０．６９９ ５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０．６１６３ ０．６６９０ １．０００ ０ ０．８４８ ４ ３
均值 ０．６０３ ０ ０．５８７ ０ ０．５９３ １ ０．５８４ ２ ０．７１３ ９ ０．７１４ １ ０．６３１ ７ ０．６８５ ９ ０．７５５ ６ ０．６５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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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我国矿业企业整体生态效率变化趋势

３．２　 矿业企业生态效率动态分析

基于 ＧＭＬ 指数测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我国矿业企业

生态效率的变动情况及效率分解，结果见表 ３ 和表 ４，
其中 ＧＭＬ 代表生态效率动态变化指数，ＥＣ 代表技术

效率变化指数，ＢＰＣ 代表技术进步变化指数。 由表 ３
可知，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我国矿业企业的生态效率以每年

１０．６％的速度增长，表明样本期内矿业企业的投入产

出组合取得了可观成果，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都对生

态效率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分别为 １．６％和 ９．０％，可
见生态效率提升主要归功于矿业企业生产技术改进。

ＧＭＬ 指数除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是负增长外，其他年份均

为正向增长，增长幅度也有细微差异；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增长幅度最大，实现了 ３３．４％的年增长率，这主要归因

于同年我国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国家加大对

矿业行业科研资金的投入力度，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实施，这一年技术进步指数增长率达到了 ３３．８％，大
大拉动了生态效率提升。 进入“十三五”时期以后，矿
业企业技术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可能由于矿业企业生

产成本较高，部分行业出现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情况，
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与管理效率的增长速度放缓。 由表 ４
可知，１１ 个细分行业的生态效率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间

均处于增长态势，其中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

拉动作用，表明矿业企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常

态”下，注重对开采及加工技术的研发与改进。 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开采辅助活动和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排名位于前 ３ 位，表明这 ３ 类矿业企业的生态

效率增长速度较快，企业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提升

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金属制品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和

核燃料加工业排名靠后，表明这两类矿业企业的生态

效率增长速度较慢，且采掘业中部分行业的技术效率

对生态效率起到了阻碍作用，表明采掘业矿业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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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修复治理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工作可能受交通、技
术和人才等因素制约，面临多重困境，资源整合周期较

长，管理效率提升速度慢。

表 ３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我国矿业企业生态效率 ＧＭＬ指数及其分解

年份 ＧＭＬ ＥＣ ＢＰＣ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１．００９ １．０６７ ０．９４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１．０３７ １．００８ １．０２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１．０９０ １．１８１ ０．９２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１．３３４ ０．９９７ １．３３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１．０９７ １．０３９ １．０５６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０．９４４ ０．９０６ １．０４２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１．１３３ ０．９１７ １．２３６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１．１５３ １．００２ １．１５１

均值 １．１０６ １．０１６ １．０９０

表 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我国矿业企业分行业生态效率 ＧＭＬ 指数

及其分解

行业 ＧＭＬ ＥＣ ＢＰＣ 排名

Ｋ１ １．０７１ ０．９５４ １．１２３ ８
Ｋ２ １．０５８ ０．９７６ １．０８４ ９
Ｋ３ １．１０５ １．０２７ １．０７６ ５
Ｋ４ １．０７２ １．００２ １．０７０ ７
Ｋ５ １．１０８ １．０４２ １．０６３ ４
Ｋ６ １．１８４ １．０００ １．１８４ ２
Ｋ７ １．０３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７ １１
Ｋ８ １．２５３ １．１５９ １．０８１ １
Ｋ９ １．１５１ １．０００ １．１５１ ３
Ｋ１０ １．０７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７４ ６
Ｋ１１ １．０４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４ １０

４　 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测算出的矿业企业生态效率值作为因变量，建
立计量模型考察各个影响因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 采

用 ＳＢＭ 模型测算出的效率值处于 ０ ～ １ 之间，且为离

散值，属于受限因变量类型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可能

会导致参数估计有偏，所以采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影

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４．１　 变量选取

借鉴文献［３］和［１０］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

选取 ４ 个变量作为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企业规模

（ＳＣＡ）用行业总资产与企业单位数之比表示，不同规

模的企业在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以及资源整合等方面

具有较大的差异，规模越大的企业可能由于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而取得较好的环境绩效；资产负债率（ＬＥＶ）
用负债占总资产的比值表示，资产负债率综合反映了

企业的偿债能力以及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企业可能

会定期披露环境信息来向外界展示其对于环境问题的

应对能力；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ＥＮ）用外商投资和港澳

台商投资占总资产的比值表示，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企

业可能由于引进技术加快产业升级从而提升企业生态

效率；环境规制（ＥＲ）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表示，环境规制力度越强，企业的环境重视度可能越

高，从而促进生态效率的提高。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
４．２　 模型构建

Ｔｏｂｉｔ 模型表达式为：

Ｙ∗
ｉ ＝ α ＋ ∑βｉＸ ｉ ＋ ε （４）

Ｙｉ ＝ Ｙ∗
ｉ ， Ｙ∗

ｉ ＞ ０

Ｙｉ ＝ ０， Ｙ∗
ｉ ≤ ０{ （５）

式中 Ｙｉ 和 Ｙ∗
ｉ 为因变量，即矿业企业生态效率值；Ｘ ｉ

为自变量，指生态效率的各个影响因素；α 为常数向

量； βｉ 为系数向量； ε 为随机误差项。 将影响因素代

入式（４）可得：
Ｙ∗ ＝ α ＋ β１ＸＳＣＡ ＋ β２ＸＬＥＶ ＋ β３ＸＯＰＥＮ ＋ β４ＸＥＲ ＋ ε （６）

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 对式（６）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５。
由表 ５ 可知：① 企业规模对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回归

系数为 ０，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企业规模正向

影响生态效率但效果不明显。 规模大的企业融资能力

强，更有能力通过兼并重组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

升级，加大研发投入创新开采和制造技术，且企业规模

越大，资金实力较雄厚，可以负担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

本，并为树立自身良好形象而注重对环境的治理和保

护，这有利于企业生态效率的提升。 ② 资产负债率对

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０．８８８，且没有通过显

著性检验，表明资产负债率也是正向影响生态效率但

效果不明显，表明企业更有可能迫于政府监管以及舆

论的压力而对产生的环境问题采取措施，而非迫于债

权人或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压力。 ③ 对外开放程度对

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２．３０１，且在 １％的水

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正向影

响企业的生态效率。 根据以往“污染天堂”的假说，通
常认为外商企业会将环境成本较高的落后产能通过投

资转移到他国，然而结果表明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会

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

理经验，推动企业技术革新，从而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

和污染物的排放，促进企业生态效率的提升。 ④ 环境

规制对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的回归系数为－０．４２２，且在

１％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显著负向

影响矿业企业的生态效率，并未带来生态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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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环境规制可能会引起企业对环境问题的重

视，但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短期的

环境规制会加重企业的治污负担，过度的环境规制也

会增加企业的管理难度，这对一些小规模企业的生产

活动起到阻碍作用，超过其承受能力，甚至会导致生存

威胁。

表 ５　 矿业企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 Ｔ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Ｐ 值 Ｓｉｇ

ＳＣＡ ０ ０．００１ ０．７６３
ＬＥＶ ０．８８８ ０．６０８ ０．１４７
ＯＰＥＮ ２．３０１ ０．７９１ ０．００５ ∗∗∗
ＥＲ －０．４２２ ０．１５５ ０．００８ ∗∗∗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６１ ０．３１２ ０．４８３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５　 结论及建议

以工业行业中规模以上的矿业企业为研究对象，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 模型、ＧＭＬ 指数以及

Ｔｏｂｉｔ 模型对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矿业企业的生态效率进行

静态、动态分析以及影响因素的回归检验，主要结论

如下：
１） 样本期内，整体矿业企业的生态效率均值为

０．６５２ １，距离有效前沿面还有一定差距。 不同行业间

的差距较大，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以及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生态效率值较高，达到 ０．８８
以上。

２） 从动态效率的测算结果来看，矿业企业的生态

效率以每年 １０．６％的速度增长，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大于技术效率的推动作用。 增长速度较快的行业有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开采辅助活动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
３） 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开放程度显著

正向影响矿业企业生态效率，环境规制与矿业企业生

态效率呈显著负相关。 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对生态

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 ３ 个视角给出未来提升矿

业企业生态效率的政策建议：
１） 国家层面：应继续深化国有矿业企业改革，扩

大国有矿业企业的规模效应，助力其成为矿业技术研

制的主体，带动矿业行业整体提升技术水平，同时应加

大对非国有矿业企业的扶持，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在用

地、金融及财税等政策上给予倾斜，支持中小矿业企业

的技术升级和改造工作，引导中小矿业企业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激发矿业市场活力。 在对外开放方面，坚持

“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理念，当前矿业全球化的形

势下，矿产资源、人才和技术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在全

球范围内循环与流动，应鼓励矿业企业抓住机遇，引进

低能耗、低污染的高端技术项目和污染物处理设备，同
时推动外资进入中国，刺激矿业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提
高市场竞争力，完善矿业绿色发展体系。 最后，在环境

规制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选择适宜有效的规制

途径，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执行标准，督促矿业

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落实责任，有效推动矿业企业生

态效率的提升。
２） 行业层面：作为重污染行业，矿业企业更应积

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生态效率在不同行业间的差距

较大，因此矿业企业之间应当打破孤立现状，重视区域

差异，鼓励区域协同发展，在产业布局、结构优化和污

染物联防联控等方面加强合作，在技术研发与应用等

方面实现优势互补，缩小行业差距，共同推动矿业经济

均衡发展。
３） 企业层面：技术进步是当前推动矿业企业生态

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因此，矿业企业应当在继续保持

低能耗的前提下，加大科技投入，充分挖掘先进的新能

源技术，淘汰或改造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制造工艺，提高

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人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

部分，矿业企业应当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交

流，依托国家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及科技创新平

台，建立人才基地，培养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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